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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论的心源与文术
黎　 臻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摘　 要： 六朝文学理论中，士人重点关注创作主体之“心”，强调创作阶段的主体意识及其对文术的统摄作用。
受到时代思潮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六朝文论对心的讨论与气、情等诸方面紧密结合在一起，肯定了气在文学作品价

值生成中的重要意义。 同时，六朝士人要求创作主体的才、气、学、习的综合性，在博观之中孕育创作感兴，对前代经

典的摹拟也突出个人情味。 在具体文术工法上，要求心总要术，心术统一。 六朝文论中的心源基础与心术结构体现

了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中的人文内核，揭示了当下人工智能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缺陷，为在技术时代守护文心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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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文论对于文学活动中“心”的讨论，是反思

当下人工智能文学活动的关捩。 目前对于人工智能

文学的研究主要围绕其主体性、文学性、文本生成、信
息版权保护等问题展开，虽然有研究者指出，应当将

人工智能文学视为先锋文学的实验，从后人类时代境

况出发来进行考察，但人工智能文学文本存在的各种

问题已逐渐显露在人们的视野中，其中“人”的核心始

终是反思各类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进

程中，六朝士人较早地对文心、文术进行讨论，突出人

在文学作品价值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学创作活动

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揭示了文心的意义。

　 　 一、心与气是作品价值的内在依据

中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中，文学主体性是一个

重要问题，特别是人工智能文学兴起之后，文学创作

主体的本质和地位问题被研究者反复讨论。 六朝文

论中，对文学创作主体“人”之心从气、情、神等各角

度进行具体讨论，确立了文学作品价值生成的内在

依据。 中国文艺精神的核心之一即是生命精神，文
学作品之所以能够从语言文字集合转变成为文学作

品，正在于其内在生命力的涌动。 此种生命力一方

面指向自然宇宙本体之道，另一方面更来源于创作

主体的个体生命情感与体验，因而于文学作品中表

现为血脉流通的整体之气。 六朝士人在他们的文学

创作与批评实践中反思这一问题，强调创作主体的

心与外物的关系，将主体之体气、心气等视为塑造文

学作品艺术价值的根本。
（一）体气与心气赋予文学作品以生命

汉末以来，人物品评标准从品行节操的道德性

转向实际才能的政治性，又转向个性精神的审美性。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曹丕《典论·论文》提出

“文以气为主” ［１］２２７１的观点，把文艺归结为主体独特

个性的体现，引导了这一时期文艺理论中对主体性

的发现与高扬。
曹丕《典论·论文》指出了“气”决定了文艺作

品的艺术生命与艺术价值。 他说：“气之清浊有体，
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
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

弟。” ［１］２２７１早在两千多年前，曹丕就辨认出，在同样

程式的曲度、节奏中，每个创作者具有自己独特的创

作个性与风格，这是由于“气”的原因。 从创作主体

方面来看，“气”首先是一种“体气”。 体气与形骸对

举，是人之先天所禀。 《周易·系辞上》有：“精气为

物。”孔颖达疏：“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

物也。” ［２］１６０阴阳二气聚而生万物，精气离开万物则

生变为死。 《庄子》中也有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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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汉代以来一直盛行元气自然论，提出宇宙万物

由“气”构成的思想。 王充《论衡》中称“精神本以血

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 ［３］８７５，人和万物一样，也是因

气而生，禀受元气而成，“夫禀气渥则其体强……气

薄则其体弱” ［３］２８。 在文艺批评领域，东汉赵壹《非
草书》以气之清浊品评文艺作品之巧拙：“凡人各殊

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

与手，可强为哉？ 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

耶？” ［４］一个书法家的气血筋骨影响书法之好丑，与
曹丕评建安诗人王粲“貌寝而体弱”，不足以振起文

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之处等观点有一致的

体气内涵。
其次，“气”还是一种“心气”。 创作主体对自然

宇宙之气、社会人生之气有着亲身的体验和感受，由
于体气的不同，心气亦有所不同，它一方面形成一种

稳定的个性气质，另一方面又在具体情境下表现为

相应的情感。 在文学创作中，往往情感激荡、志意勃

发，如：曹丕在《大墙上蒿行》中说“感心动耳，荡气

回肠” ［５］２７１；曹植《送应氏》感叹“念我平常居，气结

不能言” ［５］１８；王粲《登楼赋》自述“循阶除而下降兮，
气交愤于胸臆” ［６］。 这种“心气”使得文学作品不是

语言文辞的集合，而被赋予了真切的精神性。 主体

之气与宇宙之气、社会人生之气的交融，正是心物交

融的过程。 从《乐记》《毛诗序》以来，人们强调艺术

发生与人的内心冲动有关，人心感于物而动，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 六朝时期继承了这一感物理论，在玄

学与佛学思想的影响下，又进一步强调创作主体的

心灵作用。 在佛学中，心动之说往往与“神”相关

联。 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中说：“神也者，圆应无

主，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化以情感，神
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 情有会物之道，
神有冥移之功。” ［７］ 神与灵魂、精气的内涵基本一

致，微妙难测，感物而动，动必生情，神以形传。 这些

理论内容引导了文艺批评领域对于文艺创作阶段的

艺术构思与审美体验的深入思考，顾恺之、宗炳、王
微、谢赫等强调绘画作品要表现创作主体的内在精

神；南朝萧子显、萧纲，北朝徐遵明、颜之推等，都标

举情性、以心为本，注重心物相交在文学作品生命意

义生成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一些赋作家在俳优身份的

桎梏下，应诏而作，歌功颂德，堆砌辞藻，铺陈物事，
主体情志或主动或被动地淹没于其中。 曹丕的文气

论正是对这种形式主义的批判与否定，是时代要求

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反映。 寇效信《曹丕“文以气为

主”辨》中指出：“文章虽有意、有辞、有事、有体，各
个要素具全，如果没有气鼓荡运行于其中，这篇文章

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篇缺乏生气的、不能感人的赝品。
所以，气是最主要的、是决定文章艺术生命和审美价

值的东西。” ［８］ 没有体气、心气的灌注，文本就只能

是文字符号的集合。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讨论文学的本体问

题时，把人心、性灵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他指出人是

宇宙间一切事物中最特出的，是“天地之心”，“心生

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９］１。 圣人能够洞

察万物，深入机神，以“精理为文，秀气成采” ［９］１７，
“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９］２１。 从圣人

体道、创作经典的过程来看，“心”“气”“性灵”是其

中的重要内容。 在创作主体之气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方面，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专门以作家的个性

气质论文学作品，揭示了创作进程中主体之气的作

用：“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

矣。”“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嵇康师

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 ［９］６９８ － ７００枚乘、邹阳的

个性气质都显露于文辞之中；孔融的书表气势旺盛，
也是由于其体气高妙之缘故；嵇康思理甚妙，常为富

论；阮籍心虑祸患，因发咏怀之诗。 文学作品的灵气

由人心、人情而获得，而非思理、议论所能至。 因此

严羽《沧浪诗话》中提出“别材”“别趣”说，把情性、
灵性视为作诗与为文的区别之处，以“兴趣”凝聚诗

之本质。
（二）肯定文学活动中的主体之气

正是由于创作主体之气，文学创作活动与作

品本身方带有较为独特的个人色彩。 自先秦时期

起，人们便注意到人物的言语辞气、行为举止是个

人精神状态与人格品行的重要彰显方式。 在谈论

中，对人物辞气、颜色的评判常常蕴含着对其道德

人格的褒贬。 魏时刘劭在《人物志》中指出，人生

而禀气，语气音声发乎心气，气包含了人的精神因

素的全部，如情、志、才，而它们向外所宣发出的具

体的容止行貌则是这些精神因素的直接体现。 《人
物志·九征》中有：“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 心气

之征，则声变是也。 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 有和平

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 夫声畅于气，则实

存貌色，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
诚智必有明达之色。” ［１０］２４ － ２５刘劭认为，人的声容动

作与“心气”相关。 心气又来源于人所禀之气质，气
质辉发于外，则“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
如其象” ［１０］２１。 心气外发，则产生了声音，且声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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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随着心气而发生改变的。 言辞的表达表现在

貌色与声音上，都是内在气质风神的外发。 言辞如

此，文章亦是如此。
由于清谈活动的盛行，士人在谈辩中的辞气逐

渐成为人物审美中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东晋时期，
士人更加注重对主体意气的激赏。 《世说新语》中

多次提及“意气”及相关的概念。 “有北来道人好才

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 于时竺法深、孙
兴公悉共听。 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
辞气俱爽。” ［１１］２５８ “谢（安）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
万余语，才峰秀逸。 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

得，四坐莫不厌心。” ［１１］２８１ “孙（绰）语道合，意气干

云。 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 ［１１］２８２支遁谈玄

给东晋清谈的义理带来了清新奇拔之风。 支遁以佛

理入玄，在讨论《庄子》时标举新理，又“才藻新奇，
花烂映发” ［１１］２６４。 其理为诸名贤所寻味，其辞亦清

丽俊爽。 而支遁“辞气俱爽”之气，也应指具体谈论

时的语气。 谢安“萧然自得”的意气，使得四坐获得

精神上的满足。 孙绰“意气干云”，遒劲不屈，也是

其辩论胜利的关键。
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人物意气成为重要因素。

《世说新语·文学》载：“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

租。 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闲估客船

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 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
叹美不能已。 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

《咏史诗》。 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１１］３１７谢尚当时任

镇西将军，在牛渚乘船，恰闻袁宏在月下吟咏自己所

作的咏史诗，“声既清会，辞文藻拔” ［１１］３１７，谢尚沉浸

于此。 袁宏的诗“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 ［１２］２５３，在
清风朗月中乘兴吟诗，颇具情致，吟咏之间充满了个

人意气。 而谢尚本自风流，擅清谈，还精通音律，善
弹筝咏歌。 《艺文类聚》卷四十四《俗说》曰：“谢仁

祖为豫州主簿，在桓温阁下。 桓闻其善弹筝，便呼

之。 既至，取筝令弹，谢即理弦抚筝，因歌秋风，意气

殊遒。 桓大以此知之。” ［１３］７８５谢尚应桓温所邀，抚筝

弹唱，即以秋风秋气所感而歌出“秋风意殊迫”（《太

平御览》卷五七六录其《筝歌》一句） ［１４］８７９，心气外

表，内心遒迈，想此筝声歌咏亦如其象，而为听者桓

温所体验，大为赞赏。 谢尚在豫州刺史任上进镇西

将军，“常著紫罗襦，据胡床，在市中佛国门楼上弹

琵琶，作《大道曲》。 市人不知是三公也”。 《大道

曲》云：“青阳二三月，柳青桃复红。 车马不相识，音
落黄埃中。” ［１４］８７８谢尚在《筝歌》《大道曲》的创作活

动中，主体之气贯穿于始终，赋予了作品浓厚的个人

意气与生命力。
六朝文论中对创作者的个性气质予以高度的肯

定，并认为这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得失与光彩。 刘勰

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指出创作者的才、气、学、习
与作品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有一定关系，以贾谊、司
马相如、王粲、陆机等多位汉魏晋文人为例，阐明了

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 每个作品都展现出独

特之处，作品的这种独特性首先来自作家之气，才力

从先天气质而来，培养气质，充实情志，情志确定文

章的语言。 文章之英华，无不来自作者的情性。 他

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评：“潘岳敏给，辞自和畅，
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 ［９］７００潘岳少以

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为文敏捷。 他被任命为长

安令时，曾作《西征赋》，记录从洛阳出发前往长安

途中的经历，融个人身世于咏史怀古之中。 他又善

为哀诔之文，《悼亡诗》为世所重。 这些都是发于内

心的。 《才略》言：“才难然乎，性各异禀。 一朝综

文，千年凝锦。 余采徘徊，遗风籍甚。 无曰纷杂，皎
然可品。” ［９］７０２文学作品正是由于个人禀赋的差异而

纷繁复杂，富有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成为千古不朽的

锦绣之作。 创作者的心气提供给读者以可被辨认的

作品风格，从而形成文学作品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

性正是人工智能创作所缺乏的，是文学作品绵延不

绝的生命力。

　 　 二、博观与摹拟中的心与识

与创作主体的学习与训练相同的是，人工智能

创作同样依赖于对大量文献资料的学习，创作者在

成为创作者之前首先是读者。 从创作者和批评者的

角度出发，六朝士人都要求博观。 但这种博观与计

算机的博观不同的是，它本身带有读者阅读的创造

性。 此外，对前人经典的创造性摹拟与人工智能的

模仿性创作也是不同的。 有学者评价人工智能的阅

读与创作过程道：“从作者方面来看，人工智能常被

认为是人工智能文学的作者，但这个‘作者’同时又

是人类语言文本数据库的‘读者’，它不追求别出心

裁的自我创造，而是根据对人类语言文本的普遍模

式的统计学分析来进行模仿性创作。” ［１５］ 人工智能

始终只是就文本模仿文本，充满情感模式和公式化

叙事，与“人”主体的博观与摹拟有较大差异。
（一）才气与博观的综合

文史之士崇尚博学，在六朝时期颇为普遍。 西

晋张华即以博学著称，是博物之士的代表。 傅畅

《晋诸公赞》中称张华“博识多闻，无物不知” ［１３］８９１，
１０１

第 ４８ 卷　 第 ５ 期　 黎　 臻：六朝文论的心源与文术



《晋书》本传曰：“（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

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 尝徙居，载书三十乘……天

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 由是博物洽闻，世
无与比。” ［１６］１０７４晋代初建时，张华为黄门侍郎，晋武

帝问张华关于汉代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张华

“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

异之，时人比之子产” ［１６］１０７０。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

名重一时的博物君子，可见时人对张华的评价颇高，
并对他充满期许。

张华的学问，一是旧代故实、典章制度等务实之

学。 朝廷关于晋史、仪礼、宪章等内容，都需要张华

参照故实典章事先草拟，而后再颁布诏诰。 朝廷任

张华为太常，掌宗庙礼仪、文化教育，统辖博士和太

学，以重儒教。 张华擅长经史故实，在与玄学名士相

交游时，也常以此胜。 《世说新语·言语》曾记载诸

名士在洛水游戏时，“张茂先论《史》 《汉》，靡靡可

听” ［１１］１００ － １０１。 二是图纬方伎、阴阳术数等博物之

学。 张华撰写了《博物志》，内容包含诸多异境奇

物、神仙方术、地理知识、人物传说等，包罗万象。 以

张华为首的西晋文史士人，也大都有此特点。 牵秀

“任气”，“博辩有文才，性豪侠” ［１６］１６３５；陈寿“善叙事，
有良史之才” ［１６］２１３７；索靖“少有逸群之量”，“该博经

史，兼通内纬” ［１６］１６４８；华峤“才学深博”，“博闻多识”，
著《后汉书》，“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 ［１６］１２６３ － １２６４；
范乔“儒学精深” ［１６］２４３２。 文学士人束皙，参与整理

了汲冢书，基于他的博识与对古籍的了解，创作了著

名的《补亡诗》六首。 西晋著名的文士左思撰写《三
都赋》，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张衡的《西京赋》
与《东京赋》为范本仔细揣摩，辛苦营构，他自己在

谈到《三都赋》的创作时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

《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
验之方志。 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悟长者，莫非其

旧。” ［１７］１８８２可见，左思《三都赋》的创作同样首先需

要博识，不论山川城邑、鸟兽草木，还是风谣歌舞，均
要涉猎。 此外，陆机与潘岳有“潘江陆海”之称，才
学宏赡。 张华“见其（陆机）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

作文大治。 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
乃患太多也。’” ［１１］３０９观陆机之诗文，“才高辞赡，举
体华美” ［１２］１３２，葛洪评其创作“弘丽妍赡” ［１６］１４８１，刘
勰谓“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 ［９］５４４。 陆机作品讲究

辞藻，甚至不惜流于堆砌繁冗，但描绘工巧细致，有
刻炼之功。 这种逞才的创作风气为时人所赏，人们

称赞其诗文“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１１］３０９，对其珠玉

辞采和弘博意象表示欣赏。

在文学理论上，六朝士人意识到博观中创作主

体之“心”的重要性。 陆机《文赋》称：“伫中区以玄

览，颐情志于《典》《坟》。” ［１８］２０河上公曰：“心居玄冥

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 ［１８］２１ 这是陆机《文

赋》中的开篇首句，即向我们传达了为文之两要素：
一是心之所处，二是览万物与《典》 《坟》。 心之所

处，虽是天地之间，却处幽玄之境，即老庄所说之心

斋、虚静。 而览知万物、颐情典坟，又说明了经典、书
籍对于提升创作主体的经验与能力的重要性。 后文

又有：“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 ［１８］３６唐大圆

解释此句为：“百世阙残不全之篇章，皆收集之以为

吾文之用。 千载遗失不录之咏歌，亦采摭之以充吾

文。 此既无抄袭雷同之弊，而亦有推陈出新之

美。” ［１８］４８陆机强调继承前人，同时在此基础之上又

要有所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 大量学习前代

作品，在刘勰《文心雕龙》中也特别提及：“凡操千曲

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９］７１４虽然刘勰是从评

价作品的角度来谈“博观”的重要性，但每一个作者

首先是一名读者，从读者的角度做到辛勤积累，才能

在创作的过程中从容自然。
因此，刘勰将才、气与学、习统一起来，从先天气

质禀赋和后天的学习陶染相结合的角度去认识文学

作品的产生。 《文心雕龙·体性》篇曰：“然才有庸

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
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故辞理庸

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
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

如面。” ［９］５０５他认为，人的才华、气质、学识、习惯都有

区别，这些是由人的情性所决定，并受到后天的熏染

而成，正是这些形成了文章的波诡云谲。 文章的文

辞、道理，事义深浅，风格雅俗，就好像各人面貌的不

同一样，是由“成心”所决定的。 此“心”之所成，一
方面来自才气，另一方面受到后天学习的影响。
《文心雕龙·养气》篇还谈到，“学业在勤，功庸弗

怠，故有锥股自厉，和熊以苦之人。 志于文也，则申

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 ［９］６４７，即要求作者

在创作之前进行大量阅读和学习，因此，“师”古人

（圣人）留下的经典是“师心”时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辛勤学习的基础上，刘勰提出“率志委和”的观

点：“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

气衰。” ［９］６４６王元化解“率志委和”为“文学创作中的

一种从容不迫、直接抒写的自然态度。 率，遵也，循
也。 委，付属也。 ‘率志委和’就是循心之所至，任
气之和畅的意思” ［１９］。 这种自然态度的生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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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积学储宝为前提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事

类》篇举扬雄才华甚盛，而仍以为自己学识不足，在
石渠阁阅读大量书籍，写作“乃成鸿采”的例子，说
明“将赡才力，务在博见” ［９］６１５。

刘勰“始终将先天的禀赋作为作家的先决条

件。 强调作家才略的重要性” ［２０］。 《文心雕龙·体

性》篇指出：“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
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

性。” ［９］５０６成功在于学问，但才华仍是关键，这是从先

天气质而来的。 《事类》篇也较为详尽地讨论了才

力与学问的关系：“文章由学，能在天资。 才自内

发，学以外成。” ［９］６１５有的人学识丰富但才力不足，有
的人学识贫乏但才力较强，这是内才外学的区分。 因

此，“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

合德，文采必霸” ［９］６１５。 才力是主要的，学问起辅助作

用。 才力性情与学问两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 如果

两者兼善并美，则必然能够取得突出的成就。
（二）神情摹拟胜过句法摹拟

人工智能创作可以通过对已有文献资料中惯用

的言语形式、修辞技巧等的学习与归纳而获得创作

者的风格特征，但据此而模仿某种语言表达形式生

成的文本绝不能算作独特，反而是一种规训。 摹拟，
作为文艺创作的一种重要的学习形式，亦能见出创

作者个性所在。
出于对创作主体的精神性考量， “心” “神”

“气”等内容是不可得而传的。 曹丕《典论·论文》
中便指出“气”“不可以移子弟”，李善注曰：“《桓子

新论》曰：‘惟人心之所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

以教弟也。’” ［１］２２７１《文子·自然》篇有：“至于神和，
游于心手之间，放意写神，论变而形于弦者，父不能

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此不传之道也。” ［２１］ 司

马相如专门谈到赋的创作时说：“赋家之心，苞括宇

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２２］

此“赋家之心”，是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等精神的

外发，这种精神是总览古今四方、把握整个宇宙时空

的精神。 在“不可得而传”的问题上，曹丕从作家所

禀之气的角度出发来讨论。 “气”本身很难表述，不
可捉摸，得益于汉末以来人才品评的需要和人才学理

论的发展，刘劭《人物志》将人物之志气外征的不同情

况进行了讨论，希望通过九种体征来了解人的品格、
性格与能力。 但他也说“情性之理，甚微而玄” ［１０］１２，
“情诡难通” ［１０］７４，“伪似之难保” ［１０］４。 “文”是作

家之“气”的显现，因此摹拟文章应当首要注意摹

拟文气。

六朝时期拟古诗体的盛行也提供给我们发现

文士摹拟特点的诸多资料。 《诗经》有笙诗六首，
没有文句留下，朱熹以为此六笙诗本只有乐曲而

无词句，《诗序》 称“有其义而亡其辞”，其义言：
“《南垓》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
《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 ［２］８９２“《由庚》万物得

由其道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由仪》万

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２］８９７ － ８９８ 葛洪在 《抱朴子外

篇·钧世》中说道：“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
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
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

贤之所作也。” ［２３］ 夏侯湛、潘岳所作均为补亡诗，
乃《诗经》之补拟之诗，此二首或仅为其流光片羽。
夏侯湛诗全为孝悌之义，潘岳见之，亦云其温雅可

见孝悌之性，极力模仿 《诗经》 体式而作 《家风

诗》。 西晋文士束皙也创作过《补亡诗》。 陆机好

与古人校才、逞才，陆云言“古今兄文所未得与校

者，亦惟兄所道数都赋耳” ［２４］ ，即只有班固《两都

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等，可以与陆

机之赋相考较，其余虽互相小有胜负，大都皆以陆

机赋为雄。 陆机曾模拟《古诗十九首》作《拟古十

二首》，大多为入洛仕晋后所作，虽不能离开原诗

太远而自发感慨，但也饱含人在洛南的身世流亡

之感。 这与六朝时期士人所持之观点是一致的。
对于所摹拟之典范的识鉴，使得士人创作拟诗能

够从句法摹拟中跳脱出来，观照所拟作品本身的

生命精神，再进一步化入己诗，使创作者自身的才

气充溢其中。 文学作品应超越单纯技艺的模仿与

程式化，以心性感悟为根本，通过内在精神的独创

性达到“技进乎道”的至高境界。
此外，在南朝诗人的摹拟诗中，还有一种“拟

体”的要求。 鲍照《学刘公干体》、王素《学阮步兵

体》、何逊《聊作百一体》、纪少瑜《拟吴均体》等，
这种“拟”不仅表现在文字、语句上，更重要的是风

格、神情上。 更进一步的，这些摹拟诗的创作包含

了对所摹拟之诗人与诗作的认识与评价，是以诗

文创作的方式所进行的文学批评。 江淹《杂体诗

三十首》中揭示了这一文学批评的成分：“今作三

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源流，庶亦无乖商

榷。” ［１］１４５２摹拟中展现创作者本人之才气，以及对

前人作品的识鉴，这本身就有别于语言模型的机

械复制与生成。 刘师培在《蔡邕精雅与陆机清新》
一文中也谈及：“惟研究一家之文，有探及里面者，
有但察表面者。 蔡、陆之文就表面观之甚易摹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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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嵇叔夜《声无哀乐论》之类甚难摹拟。 实则不

然。 如摹拟蔡、陆者只得其貌而遗其神，即使毕

肖，亦形似而非神似。 况研究一家之文本应注重

其神情，不可拘于句法。” ［２５］１２３后又说道：“无论研

究何家，皆以摹拟其神情为上，而以摹拟其字句者

为下……如仅趋步其字句则犹人仅有体魄而无灵

魂。” ［２５］１２４学习前代优秀的作品，当学其“神情”，
而不能拘于“句法”。 当下人工智能对于文本数据

的学习，始终突破不了句法摹拟而进入神情摹拟，
从而落入语词与形式的陷阱。

　 　 三、语言传达过程的心与术

在语言传达阶段，言语形式仍然受到创作主体之

“心”的统摄。 人工智能的模仿性创作，抑或是它的多

语种写作和代码混合，可能会显示出新的词汇和语

法结构的创造，但言语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联是不

可分割的，这些模仿语或新结构如果只具有空洞的

形式而无法指向深层的意蕴，则会逐渐成为无生命

的文字废墟。 六朝文论领域中，对于翻空易奇的思

维和多样化文辞篇章的驾驭技巧都有讨论，强调

“秉心养术”“心总要术”，实现心与术的圆融统一。
（一）文术对“文不逮意”的弥补

言意问题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王弼

《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

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２６］ 王弼用“得
意忘言”的方法来注《周易》，开启了一代学术之新

风。 他指出言生于意，因此可以寻言以观意，但如果

执着于言，以“言”为“意”，则“非得意者也”。 王弼

从哲学角度指出，不应当以言为意，而强调忘言、忘
象以求言外之意。 后来郭象注《庄子》时，充分吸收

了“得意忘言”的思想，采用“寄言出意”的方法，为
文学理论中的言意讨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寄”，
《说文解字》解为“托”，嵇康《琴赋》有：“吟咏之不

足，则寄言以广意。” ［２７］ 王敦《上疏言王导》曰：“臣
每慷慨于遐远，愧愤于门宗，是以前后表疏，何尝不

寄言及此。” ［１６］２５５６ 孙绰有：“庄子多寄言。” ［１７］１８１５ 寄

旨于言，而在出意，是一种“即用是体”的主张。 郭

象指出：“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

事事曲与生说。 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 ［２８］读

《庄子》要融会贯通，了解其精神所在，而细枝末节

者，可以存而不论。 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这一时期

的注经方式从训诂向义疏进行了深刻转变。 汉代古

文经学重训诂、字词，今文经学贵章句、义理。 郑玄

博儒，由训诂而通义理，在南北朝时期，北方崇尚郑

学，注重训诂章句；而南方兼重玄学，好讲论义理。
且当时佛教盛行，聚众讲经时或有讲经之纪录，或有

预撰之讲义。 这一阐释方式为经学所取，经解中注

明经典词义，并讲明章节段落之大义，形成了一种新

的体式———义疏。 综观《隋书·经籍志》所载南北

朝经典注解书目多为“义疏” “讲疏” “大义”等，蔚
为风尚。 经典义疏要解释经典词义、串讲句子、总结

章节旨趣和全篇大意。 因而晋人读书的风尚多为

“会意”。 《世说新语·轻诋》中就以相马之说比喻

读书讲道的故事：“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

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刘孝标注引《支遁传》曰：
“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

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 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
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 ［１１］９９０此

相马之说源于《列子·说符》，当时秦穆公要求九方

皋寻找一匹天下之马，九方皋寻得后，却不能准确报

告马的公母、毛色。 伯乐道出了九方皋相马的精髓：
“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

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

不视。”张湛注曰：“神明所得。” ［２９］ 九方皋相马，重
在取神。 而谢安以此回护支道林讲经时仅标举大义

而疏漏章句文字一事，以为这是遗其形而取其神。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也提到他读书的体验：
“少 学 琴 书， 偶 爱 闲 静， 开 卷 有 得， 便 欣 然 忘

食。” ［３０］１８８《五柳先生传》又说：“好读书，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３０］１７５陶渊明不将读书困于

烦琐的训诂之中，推重读书而“有得”“会意”。 后来

范晔谈论读书“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 为性

不寻注书……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

耳” ［３１］，也强调自得。 在文学创作中，创作者首先是

一个阅读者，他收集、筛选、阅读材料的过程本身就

是一种创造。 在这个阶段中，人工智能通过算法获

取信息，而人类则可以“会意”“自得”。 这种会意和

自得并不只是纯粹理性的逻辑思考与推理演绎、归
纳提炼，而更多地渗透着主观精神性的蕴含。

当然，在创作者转入自己的文学活动的创作阶

段时，同样也面临着言意问题。 陆机在讨论作家写

作时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

意。” ［１８］１陆机苦恼的是，如何选择、提炼文章写作的

对象，使意以称物；如何选择合适的语言将所构思的

内容表达出来，使文以逮意。 在这种担忧中，陆机将

主体情思、外界事物与作品表达三个方面统一于一

个完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 唐大圆注曰：“所构之

意，不能与物相称，则患在心粗。 或意虽善构，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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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藻以达之，则又患在学俭。 欲救此二患，则一在养

心，使由粗以细。 一在勤学，使由俭而博。” ［１８］６构思

之意不能完全正确的反映事物，写出之文与构思之

意亦有一定的距离，可以通过养心、勤学的方式来弥

补。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也说：“方其搦翰，气
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在遣词行文之前，才气

甚盛，等到文章写成，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刘勰指

出，这是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 ［９］４９４，
意、思、言三者应紧密结合。

在六朝文士眼中，文辞非仅为语言文字本身，而
是与物、意有着密切关联。 在文学创作阶段，辞不仅

要应物，还应当切情，描写外在景物时，应当“随物

以宛转”（《文心雕龙·物色》） ［９］６９３，使景物的情状

形貌毕现无疑；写事时，“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文

心雕龙·章表》） ［９］４０７；抒情时，文辞是为了表现情

理，要心定理正，再适当运用辞藻。 刘勰指出，如果

片面追求辞采，忽视情志之本，则会导致浮诡文风的

泛滥。 这是他对当时华靡尚巧文风的救弊，当下也

可以看作是对人工智能创作的无情志内核的高级套

语及华丽辞藻的批评。
在此基础上，刘勰提出要“秉心养术”。 创作主

体的构思与文辞的契合程度有赖于主体才能。 由于

创作主体的匠心独运，语言会表现出主体的妙思，发
挥出美感。 同时也应注意训练语言之工巧，尽可能

地通过文术弥补文意之间的疏漏。 刘勰在《熔裁》
篇中指出要根据情理来安排文章的体制规格，根据

所要表现的事物来选择材料，根据精要的语言来树

立文辞的骨干，把情、事、辞三者作为标准。 《声律》
篇肯定了言语为文章的神明枢机，言语的声律萌生

自创作主体之心，是心声，控制好心，才能调控声律。
《章句》篇指出分章造句要根据具体内容随变适会，
章句的运用不能乖离基本道理。 《丽辞》篇强调发

挥语言奇偶适变的有利因素，可以加强文学作品的

艺术性，以更好地表达内容。 此外，他还从比兴、夸
饰、事类、练字等多个方面谈到文术对文学作品艺术

效果的影响，注重对创作者的文术训练与能力提升。
（二）文心统摄文术

在心与术的关系上，一直以来人们强调的是心

对术的统摄。 孟子认为：“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
不能使人巧。”赵歧注：“梓匠轮舆之功，能以规矩与

人，人之巧在心，拙者虽得规矩之法，亦不能成器

也。” ［２］６０３５《韩诗外传》以楚成王读书、轮扁斫轮为

例，提出“应乎心，动乎体”的观点：“夫以规为圆，矩

为方，此其可付乎子孙者也。 若夫合三木而为一，应
乎心，动乎体，其不可得而传者也，则凡所传直糟粕

耳。 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

矣。” ［３２］文艺创作的某些诀窍很难通过语言传授给他

人，只能依靠创作者“应乎心”的领会而能有所得。
六朝文论中，人们解析了这种较为模糊的观念，

从术与物、术与心的关系着手较为细致地阐释了心

对术的统摄。 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

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 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

为匠。 在有无而亻黾勉，当浅深而不让。” ［１８］９９文体各

异，是由于物象有别，而情志无方，没有定式，则形成

了文章的不同风格。 文辞是作者之才的体现，文辞

之巧术由作者之“意”主持。 随后，陆机又谈到了文

章创作要俯仰以求文思，随物之需要或浅或深，类苏

轼“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３３］１４１８之意。
陆机认为，为文之规矩不应是固定的，而是要曲尽形

相，随所描写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能够“出新

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３３］２６８２。
刘勰《文心雕龙》也强调了心与术的统一，认为文

辞有法，意有所司，当“秉心养术” “含章司契” ［９］４９４，
心中的构思形成为文之意旨，以此来安排语言。
《神思》也强调了学问与阅读的重要性：“积学以储

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 ［９］４９３值

得注意的是，这是刘勰在提出虚静之心的要求之后

再进一步讨论的。 范文澜注中提示到：“此四语极

有伦序。” ［９］４９８虚静之心、空明之境是创作的基础，在
此基础之上，主体需具有以下的准备条件：首先，
“积学”于前代经典，经、史、百家，“巨鼎细珠，莫非

珍宝”；其次，以周孔圣人之“理”斟酌辨析经典之外

的撰述，理明而学正；最后，再进一步精思，穷其幽

微，直至将要发于文辞之时，则可以“理潜胸臆，自
然感应” ［９］４９９。 因此，为文之“心”并非“弃术任心”
之“心”，而是“秉心养术”之“心”。 后来文人常以

此讨论创作准备条件之关捩。 袁守定《佔毕丛谈》
中说：“文章之道，遭际兴会，抒发性灵，生于临文之

顷者也。 然须平日餐经馈史，豁然有怀，对景感物，
旷然有会。” ［９］４９９在创作准备阶段，学识积累与天才

兴会是统一起来的。 一方面，在创作领域中，“有术

有门”，要“执术御篇”，不能“弃术任心”，强调术的

重要性；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心对术的统摄作用，术
才不是僵死的教条，对术的学习和掌握更是因心而

动，因人而异。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中说：“然文

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 ［９］５１４文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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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而心总之，因而优秀的作家难于传授给别人，
学习的人也难于向人请教。 后来方东树《昭昧詹

言》中也提到：“章法形骸也，脉所以细束形骸者也。
章法在外可见，脉不可见。 气脉之精妙，是为神至

矣。” ［３４］章法是有形的东西，气脉则是无形的，气脉

约束着章法。 同时，法度之外的创作化机，以及术进

乎道的境界，都在乎人的性灵、神明，而非机械学习

与复制所能够完成。 明清时期，人们提出理先于法、
以意役法、以才御法等观点，是关于文心与文术关系

讨论的发展，显示出人们在文学创作阶段对心、术统

一的要求。

　 　 四、结束语

六朝文论强调文学作品中的心本观念，围绕文

心，从气、神、情等相关概念出发，肯定心在文学作品

价值生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并特别从具有时代内涵

的“文气”入手，指出文气对于作品艺术价值与审美

体验的塑造作用。 在创作准备阶段，六朝文论中的

博观学习与摹拟创作极大地区别于计算机学习文献

后的算法生成，而强调才、气、学、习的综合性及神情

摹拟的创造性。 在语言传达阶段，六朝文论中肯定

了言辞在意、物（象）之间的重要作用，即要求“秉心

养术”，又要求“心总要术”，为法外之趣提供了理论

和技巧的有力支撑。 当前人工智能在文学创作领域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特征，即主体意识的虚无化，情感

表达的浅表化，以及因大规模数据训练形成的规则

化、逻辑化与泛化写作模式。 这些特征集中反映了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文学实践面临的艺术困境。 在当

下技术理性时代，人工智能的工具、效率和算法为人

类探索世界提供了精确的手段，但也存在因过度强

调量化与模式而逐步消解人的情感深度、精神自由

与价值维度。 中国古代文论始终以“人”为本，高度

关注人的主体性，珍视其生命、情感的独特价值。 特

别是六朝时期，士人将目光聚焦于“人”作为宇宙间

独特精神物的核心地位，强调人禀受天地之气，拥有

独特的心灵。 其内在情感、生命体验与个体才性，共
同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文学亦成为士人展

现其个体精神风貌的重要场域。 六朝文论基于对

“人”之独特位置及“文”与“心”深层联系的深刻洞

察，高度肯定了个体生命价值与心灵自由，并由此内

在地彰显了文学深厚的人文价值。 这一思想传统，
为我们当下平衡技术理性发展与人文精神守护，提
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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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９］王元化． 文心雕龙讲疏［Ｍ］．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２５６．
［２０］蔡钟翔，袁济喜． 中国古代文艺学［Ｍ］． 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６３．
［２１］王利器． 文子疏义［Ｍ］．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３４６．
［２２］葛洪，撰． 周天游，校注． 西京杂记［Ｍ］． 西安：三秦出版

社，２００６：９３．
［２３］杨明照． 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１：７５．
［２４］陆云，著． 刘运好，校注整理． 陆士龙文集校注［Ｍ］． 南

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０８２．
［２５］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６．
［２６］王弼，著． 楼宇烈，校释． 王弼集校释［Ｍ］． 北京：中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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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１９８０：６０９．
［２７］嵇康，著． 戴明扬，校注． 嵇康集校注［Ｍ］． 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１４：１４０．
［２８］郭庆藩，撰． 王孝鱼，点校． 庄子集释［Ｍ］． 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６１：３．
［２９］杨伯峻． 列子集释［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２５７ －

２５８．
［３０］陶渊明，著． 逯钦立，校注． 陶渊明集［Ｍ］． 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７９．
［３１］范晔． 后汉书［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１．
［３２］韩婴，撰． 许维遹，校释． 韩诗外传集释［Ｍ］． 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０：１７４．
［３３］苏轼，著． 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Ｍ］． 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６．
［３４］方东树，著． 汪绍楹，点校． 昭昧詹言［Ｍ］． 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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